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边境地区双重垂管体制与涉边县域治理

能力的提升路径研究

———基于广西中越边境 Ｐ县多个口岸的田野观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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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边境地区政府治理体系体现出双重垂管特征，即国家主权职能优先的垂管体系和地方贸易功能区统揽的
垂管体系。边境地区县域政府在双重垂管体系下成为从属型政权角色。此种垂管治理体系的常规运行体现出国家主权

事务规则强制化、市场秩序建构的地方化和县乡属地事务的边缘化。这导致边境地区县域属地统合治理存在现实困

境，体现为：跨境事务多头管理与协同难、边境基层政权基础性权力偏弱、边境基层社会的流动性与复杂性对属地常

规治理的挑战。推进边境地区基层政权建设和县域治理能力提升，需在属地治理平台的权限整合、优化常规治理中的

协同机制、提升边境基层政权治理能力和强化边境地区社会组织的有效监管等方面着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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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指出，“发挥沿海、沿边、沿江和交通干线等优势，优化区域开放功能分工，打

造形态多样的开放高地。”①边疆成为 “一带一路”倡议的前沿地带。关于边疆在国家治理中的特殊性和重

要性，学界进行了诸多讨论。区域主义的边疆治理视角意指国家权力对边陲地带的空间形态进行国家建

构，②此种建构不仅包括政权建设，也包括如何实现国家权力进入的制度化、常态化。从现代国家一体化

的视角来理解边疆这一 “中心—边缘”的区域属性，体现出边疆地带在国家治理体系中的空间意涵。在

国家一体化的框架内，边疆并非只是自然与历史文化背景所产生的地方性区域，而是由国家权力有效进入

且能够被塑造为一体化的边疆区域。③这意味着，国家权力的进入形式将决定边疆地方的区域化水平。对

于整体国家而言，边疆地带的区域化战略，在于塑造中心与边陲地带的整体关联。以边境地区的直接管理

作为基本方式，现代国家促使国家主权在空间形态上的边界明确。传统国家有边陲无国界。现代国家通过

跨境事务的国家职能化、组织与机构落地，使边境这一特殊的边疆空间成为国家权力实践的场地。④

进入新时代以来，在国家 “一带一路”积极的对外贸易政策促进下，边疆地区成为国家对外战略实

施的前沿地带。“域际主义”边疆治理，认为国家在边疆地区的战略政策重构了边疆空间形态和功能。⑤治

边是特殊的国家公共事务。“边”意味着国家主权及职能的体现。边境口岸是一种典型的由国家主权和职

能所明确的边疆空间类型，这使得边境这一空间类型从宽泛的边境空间中分离出来。⑥国家在边境口岸地

带设立专业化和系统性的垂管职能机构，边境属地政府也承载了重要的边境治理职能。此种权力体系在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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境地区是否落地、如何运行、效果如何，直接关系到边疆治理的一系列重大现实问题。本文作者和研究团

队近年来在西南陆疆边境地区进行了一系列田野观察，旨在探究边境地区基层政权和治理体系的制度与结

构特征，以及此体系在常规运行中存在的现实困境及其产生原因，并在边境基层治理现代化语境下探讨边

境基层政权建设与县域治理能力提升路径。

一、双重垂直管理：边境地区政府治理体系的结构属性

边境地区的公共事务具有高度的国家主权属性。我国边境治理体系主导权在于中央级垂管部门，包括

海关、移民、边检、公安、市场监管、商务等不同类型的机构和相关部门。同时，边境地区还存在各类由

中央和省、市、县设立的贸易和产业发展功能区。

（一）国家机构垂管：边境地区国家主权职能的直接管理方式

国家垂管是边境地带行政权力体系配置的核心。具体来说有以下特征：

首先，国家在边境地区的直接职能有其边界。国家权力对边境事务的裁定充分体现为主权事务优先的

导向，包括军事主权、涉外事务管理 （涵盖人与物的跨境流动）。军事主权职能主要体现为对边境线的常

规控制与管理，包含驻军、安全监管等。涉外事务管理主要以人与物的跨境流动监管为核心。在军事主权

和涉外事务之外的边境公共事务，例如边境地区基层社区治理与公共服务、涉外纠纷调解、边境地区基层

社会组织管理等事务，国家直接职能并未将其纳入，而是授权给地方政府统筹。这意味着国家权力在边境

地区的职能，包括直接管理和间接管理两种方式。前者突出机构和制度的有效落地，后者则是以委托代理

———治理及监管的方式来进行。进一步而言，国家将边境事务的管理权力委托至省、市、县等层级政府，

并按照事务的权限等级采取不同的委托方式。例如，跨边境的自贸区设立为省级属地职能，体现出省级属

地整体统筹的特征。而市、县两级也在自贸区下设立更低层次的经济管理区，实现对属地职能的集中和统

筹。这意味着国家职能在边境地区采取多重逻辑的方式来分配，确立起复杂的制度和组织体系。

其次，国家在边境地区的职能划分体现出高度专业化。国家权力在推进边境事务的管理时，采取专业

化的方式来进行。专业化导致职能的分化，国家职能细化为具体的类型、程序和规则。例如，围绕人的跨

境流动，细分为自我与他者的国民身份差异，进而匹配到不同的人口管理政策。同时，人的跨境流动还涉

及到诸如携带货物走私、安全检疫等方面，也以具体的监管机构来履行这一职能。因而，仅从个体的跨境

流动而言，涉及到众多不同层次和环节上的监管职能，并且分散在不同的机构。这种专业化的职能划分存

在程序上的先后关系、重叠关系，这也导致细分的专业职能需要衔接。职能边界和流程清晰，是边境地区

国家权力及其制度和组织表现的基本特征。

再次，边境地区国家主权事务的制度化、法治化程度高。由于边境事务的国家主权属性，导致边境国

家机构所主导的专项治理，有着明确的法律和政策规则。此种规则和制度超越于边境地方社会规则。并

且，国家对于边境地区主权职能，能够出台一些常态的、变动的具体政策条文，这成为国家权力有效监管

边境机构按照政策规范行使行政权力的重要保障。正是在这一基础上，国家在边境上的常规治理得以形成

制度性权力的实践性转化，实践性权力也在一定程度上抑制了边疆空间天然具有的 “去国家化”属性。

从地方与基层的角度来看，垂管体制分化了边境属地政府的基本职能，也弱化了边境属地政府的治理

权限。在推进边境地区常规治理过程中，条线垂管与属地治理有效协同，至关重要。上级政府采取高级别

功能区设置的方式来统筹边境地区的协同治理，提升属地在边境治理中的权属，但条线专项治理仍然优先

于属地治理。属地治理成为辅助条线事务的重要依托。在边境治理中优先条线事务，能够维系国家权力在

边境地区的有效性。国家主权在边境地带的积极介入，这一结构性力量成为边境行政体系的权力基础。

（二）地方垂管的常规化：贸易功能区对边境地区基层治理体系的塑造

特殊的区域位置使得边境地区的跨境贸易具备了战略层面的功能与意义。从双边贸易点到贸易口岸的

建设，体现出跨境贸易这一边境事务的 “国家职能化”。而在常规的跨境贸易中，边境地方政府具备了贸

易秩序和商贸开发的主动权。因而，边境地区由于口岸和对外自贸区这一特殊功能，导致边境县域更加从

属于地方经济功能区的统摄。自贸区是国家在边境地区设置的特殊功能区，其行政级别要高于边境县域政

府，导致边境自贸区成为边境县域政府的上级重要监管部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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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同于边疆省、市两级政府，自贸区这类功能区对于边境县而言构成实质的属地上级。但其职能聚焦

在对外贸易相关事务的行政管理上，导致自贸区为平台的条线部门专项治理部分介入到边境县域的属地治

理过程中来。这种垂管权力的常规化体现出以下特点：

一方面，边境自贸区与上级属地职能存在一定的重合。边境贸易功能区通常采取领导机构和职能部门

的基本架构，其中领导机构与属地政府的决策机构具有一致性。这也是跨境贸易权力集中化的体现。而在

职能部门的设置，则采取专业化的方式进行统筹，且自贸区的职能部门以跨境事务的行政审批和行政服务

为核心。这意味着，自贸区的职能部门主要与边境社会层面的各类市场和社会主体进行互动，并不与边境

县乡两级政府构成直接的上下级行政隶属关系。

另一方面，以贸易事务为核心的监管职能叠加在边境基层属地之上。就机构设置而言，国家级跨境贸

易功能区的主导权设定在省级，省、市两级跨境贸易功能区则依赖于地方政府的职能机构，县域属地的行

政体系也部分被纳入到贸易功能区管理体制之中。这种叠加的贸易功能区，使得边境属地政府职能成为贸

易功能区的下级属地。这意味着属地治理职能被分散且吸纳到提级管理和专业化管理之中。正如此，边境

地区地方政府的条线专事治理与属地综合治理之间形成一定张力和冲突。

（三）从属角色：双重垂管体制下的边境基层属地政府

边境地区基层政府 （县、乡两级政府）的属地职能，被纳入到国家主权职能机构和上级功能区的范

畴之内。但是，边境属地政府在这些涉边事务中仍然具有重要的属地职责。因而，属地政府仍然设立了相

关涉边事务的机构，其职责为辅助各级垂管机构进行常态化专项治理。在这一过程中，属地政府的涉边事

务机构，主要起到上下协同、行政服务和政策执行等职能发挥。这意味着边境地区县乡两级基层政府在垂

管体制中处于从属的体制角色。

在常态化治理过程中，此种从属功能的发挥依赖于一些多主体协同机制。不同于非边境地区以属地党

委决策为核心的统合协同方式，边境地区的属地治理从属于双重垂管体制中的涉边事务。其中，边境涉及

国家主权职能的事务具有政治上的优先性，属地政府需要绝对服从于国家主权职能的履行。这一特征在下

列案例中有所体现：

案例１中越边境Ｐ县是越南北部地区劳工入华务工的重要区域。在２０１７年跨境劳务示范县建设之前，
Ｐ地存在一些非法入境务工的越南人群体。随着跨境劳工管理的正规化，本地形成了一定规模的劳务中介
服务市场，也使得本地就业市场供需紧张关系得到了缓解。在新冠疫情暴发后，跨境劳工事务被暂停。

２０２４年后，本地的就业需求和跨境劳务市场逐渐恢复起来。跨境劳务用工的开放和正常管理，不仅与边
境地区劳动力市场配置相关，而且直接受到国家主权和边境管理政策的影响。在这一过程中，边境属地政

府却无法制定相关跨境劳工的实施政策，这也给边境基层政府治理跨境劳工问题带来了困境。①

有学者认为边疆地区基层政权治理能力包括３个方面：关键性能力、辅助性能力和综合性能力。② 按
照职能类型来看，这３类能力 （权力）分散在不同层级和主体的机构之中。这意味着，边疆地区县域基

层政府治理能力是由垂管体制和属地体制双重作用的结果。正是在这一权力的制度与结构背景下，才能更

好地理解边疆地区政府治理体系的结构张力与运行逻辑。

二、层级结构与事务特性：边境地区县域治理困境的形成原因

有学者指出西南陆疆地区地方政府治理常态化制度建设不足。③ 边境地区政府体系的层级结构和多头

管理方式制约了涉边地方治理效能提升，且边境地区的政府行政过程体现出多头的事本主义导向。因而，

在治理过程中，不同的行政机构和部门、属地之间的有效协同，尤为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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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多头垂直管理与属地管理存在协调难的问题

垂管体制确保了国家主权和职能能够在边境地区落地。这种垂管体制所形成的条块关系，相比非边境

地区更有特殊性，主要体现为专项事务的专业化、国家规则的优先性和事务权限的差异性。有学者指出多

头管理与地方权限之间的冲突构成边境地区地方政府治理的重要障碍，这也导致治理过程中存在一些

困境。①

各涉边部门的事务权限和等级存在差异，协调难。以广西一级口岸浦关为例，相关部门包括海关、移

民、边防、边检、进出口、公安、商务等，这些部门基本都属于垂管单位。一些部门的行政级别比浦关所

在县级别要高。同时，不同部门之间的事务权限和等级存在差异，导致协调时需要往上报送，影响了一些

边境突发事件的处理效率。涉边事务差异导致权限和规则的不同，此种行政事务专业化意味着围绕事务的

主体协同存在障碍。

涉边部门之间的信息难以共享，制约了行政效率的提升。② 由于部门职能的高度专业化，且制度和规

则有差异，这导致涉边的职能部门相互之间的信息沟通存在障碍。如在边境 Ｐ县主管跨国劳工的人社部
门工作人员称：“我们想管好越南的跨境劳工，但是跨境劳工的数据比较庞杂，包括准入境情况、工种、

务工地点、身份等各种基础信息。这个数据我们难以摸底。移民局和边防公安那里的数据肯定更全面也更

有时效性，因为劳工跨境时有关部门都是按流程录入系统进行监测。但是这些工作都属于垂管部门来管，

我们也没办法找其要数据，跨境劳工的数据没办法共享，导致我们的工作推动起来有一定的麻烦。只能事

后找他们协调、了解情况。”③ 这体现出，边境地区行政信息共享难的原因在于涉边不同部门的权限和职

能存在差异。

（二）边境口岸地带属地治理事务有一定的挑战性

边境安全是国家安全治理的重要内容，也是国家推进边疆治理的重要任务。④ 在国家大力推进边境贸

易试验区建设背景下，边境口岸直接成为对外贸易的前沿地带，这也导致口岸的规模有所扩展，给边境基

层治理带来了一定的挑战。

跨境流动人员的管理难度大。入境人口的不确定性成为边境社会治理的重要难题。⑤ 跨境口岸人流量

大，不仅有跨境旅游、探亲的民众，也有不少跨境贸易的商人，甚至还有偷渡的不法分子。边境地区人员

复杂，投机分子多，尤其存在一些灰色产业，在监管的过程中时常有着复苏的迹象。此外，边境地区也是

跨境婚姻的重要区域，构成特殊的边境治理事务。⑥ 因而，边境口岸地带属地的常态化治理压力大。同

时，口岸地带往往是边境属地政府管理的边缘地带。这导致边境政府需要将一定规模的行政资源向边境口

岸倾斜，增加了行政体系的负担。

案例２　Ｐ县是中越边境上陆路口岸的重要中转站。对于中越边境的越南人来说，边境口岸地带是他
们中转的重要选择地，一些在我国内地省份非法务工、买卖婚姻的越南人，也都愿意回到口岸地带谋生。

这类人在口岸地带通晓两边的情况，往往利用自身优势来牟利，例如作为中间人为跨境贸易进行担保、从

事小商品夹带、私下的钞票兑换、非法组织劳工入境等，这类不合规不合法的跨境行为，增加了口岸地带

各类纠纷的产生，也给当地的社会管理带来了冲击。⑦

涉外纠纷调解难度大。边境口岸地带的边贸难免存在一些跨境的纠纷，由于涉及到两边不同的法律制

度，这类纠纷解决起来还存在一些易激化矛盾的问题，导致涉外纠纷调解难度大。在一级口岸浦关，每年

所涉及到的经济纠纷达１２００多件，原因涉及多方面。例如，口岸仍然存在大量依赖惯习进行的贸易往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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彭庆军：《论边疆治理现代化视角下陆疆口岸驻地的行政建制设置》，载 《中国行政管理》２０１６年第３期。
李蓉，于龙：《西南边境地区 “三非”治理路径研究———以 ＲＣＥＰ为实施背景》，载 《武汉公安干部学院学报》２０２３
年第２期。
调查时间：２０２４年５月１３日，调查地点：广西壮族自治区Ｐ县人社局办公室，访谈对象：工作人员段某。
夏文贵：《边境安全问题及其治理》，载 《西北民族大学学报 （哲学社会科学版）》２０１７年第 ６期。
陈德顺，普春梅：《境外流动人口对云南边境地区社会治理的影响与对策》，载 《社会学评论》２０１４年第４期。
陆海发：《边境跨国婚姻移民治理：挑战与破解之道》，载 《西南民族大学学报 （人文社会科学版）》２０１６年第３期。
调查时间：２０２４年５月１５日，调查地点：广西壮族自治区Ｐ县浦关口岸社区，访谈对象：社区工作人员陈某。



中越双方的商人采取旧有的方式进行贸易，双方并没有签订正式合同的习惯，也不信赖正式的第三方机

构，而是更加相信有威信的中间人。这难免会出现一些经济纠纷，有的甚至涉及到上千万元的跨境贸易纠

纷。一旦出现这类跨境贸易纠纷，究竟依靠什么样的法律、规则来解决，双方之间容易产生更多分歧。如

何调解，很考验当地的干部和商会组织的能力。

跨境劳工治理存在一定难度。以广西涉边地区为例，在新冠肺炎疫情前，跨境进入到广西等地打工的

越南籍劳工有一定的规模。据Ｐ县人社局、商务局等部门统计，从２０１３年至２０２４年，越南通过陆路口岸
进入到广西务工的越南人累计高达２０万人／次，在广西边境县市的劳动力市场中占有相当的份额。相关职
业涉及到甘蔗收割、货物搬运、木材加工等一线劳动力工种。中越边境地区涉及到越南北部三个省份，都

为山地地区，人口约２００万人，且多从事农业种植。① 因而，在农闲时越南人以家庭为单位，入境到广西
砍甘蔗、打短工，已有十余年传统。据Ｐ县从事跨国劳务派遣的中介公司负责人李某称：越南北部地区
普通工人月收入折合成人民币约１７００～２０００元 ／人，入境广西边境务工月收入约在３０００元至３５００元／
人。② 越南北部地区民众进入中国国境后的各类务工收入更高、工作更为稳定，因而进入广西境内打工，

成为越南北部省份农民的重要选择。这也促使边境地区跨境劳动力市场活跃起来，一些中介劳工机构在国

内用工企业和越南劳工之间双向收费、牟利，导致一些纠纷的产生。同时，一些跨境劳工通过正常手续进

入后，并没有遵守劳工就地务工的原则，而是偷逃到广东等地打工、再就业，或是以违法买卖婚姻的方式

图取在内地短暂居住的条件，这类劳工境内非法流动给正常的劳工管控带来了较大的冲击。一旦发生入境

后劳工偷逃至其他地方的情况，按照外籍劳工入境后属地管理原则，边境属地政府要采取大量的人力物

力，找到非法流动的劳工、再由边境属地政府遣返回越南。跨境劳工监管的制度和程序规定，给边境地方

政府带来了较大的属地治理压力。

（三）边境口岸地带基层政权治理能力偏弱

边境地区基层政权治理能力是国家基础性权力在边境这一空间形态上的呈现。③ 在双重垂管体制下，

边境县、乡两级政权的治理能力有限，难以应付日趋复杂的边境治理挑战。在现有的边境基层治理体系

中，国家相关的垂管部门职能直接落到边境口岸地带。口岸地带的县、乡属地政府，并不具备有效的治理

权限和能力。而省市成立的一些口岸贸易委员会、边境经济贸易办公室等机构，分化了边境县、乡政权的

一些治理权限。边境地区县、乡两级基层治理体系建设体现出以下不足：

首先，边境地区行政体系的权责配置与条块结构存在不一致。边境地区行政体系的权力重心靠上，而

边境地区治理事务在一线。这种权责倒配状况导致边境一线治理事务难以在一线得以解决。而科层化的职

能部门虽然在边境一线有诸多机构设置，但边境治理仍然需要在具体的情景和场域中展开。这导致边境地

区行政体系难以应对边境复杂的事务。边境地区行政体系的响应能力、回应能力、塑造和调解社会利益关

系的能力存在不足。

其次，边境地区基层治理体系尚未完全建立，纵向未到底、横向未到边。边境口岸地带的机构建设多

以通关贸易和人员跨境等职能为重点，乡镇、行政村居两级的制度和组织队伍建设较为薄弱。以广西中越

边境一级口岸浦关社区为例，在新冠肺炎疫情前，浦关虽只有两条商贸街，但日常活跃人口近万人，然而

浦关一直没有设立村居社区，到２０２１年才从行政村的一个自然屯升级为村居社区。未成立社区和关口党总
支之前，浦关缺乏正式的属地行政平台，难以对接县、乡两级政府的常规行政事务，而是由商会组织来管理

关口社区。即使在浦关成立社区后，社区两委干部也是由各商会的原负责人来兼任，正式的组织队伍并未充

分建立起来。这类问题的出现，体现出边境地区政权的组织建设还需大力推进。

再次，边境口岸地带商会组织还需要进一步加强监管。抵边村落空心化导致边境地区治理的社会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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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部资料，来源于Ｐ县口岸通关贸易统计资料汇编。
调查时间：２０２４年５月１４日，调查地点：广西壮族自治区 Ｐ县友谊大厦酒店，访谈对象：跨境劳务中介公司负责人
李某。

方盛举，赵若州：《边境乡镇治理中国家基础性权力的成长》，载 《学习与探索》２０１９年第 ９期。



较为薄弱，① 而随着边境贸易开发，外来的流动人群成为边境地区重要的社会力量。边境商会在边境口岸

地带的产生有其历史原因，且一些商会组织和负责人在边境有着民众的信任基础，甚至得到境外商人的认

可。这些都体现出，在边境政权建设的末端，商会组织具有较为重要的社会性权威身份。将商会的社会性

权威，整合到从属于国家政权体系的科层权威之下，是推进边境地区基层政权建设的关键。在浦关，一些

公共事务和经济纠纷的治理，都是由商会在处理，甚至很多边民只知商会、不知社区，弱化了村居社区和

基层党组织在边境口岸地带的战斗力、领导力。这种局面，容易带来一些不确定的因素，例如，商会如不

秉公办理则易产生纠纷，从而导致边境贸易和口岸社会治理产生新的问题，各商会之间的冲突也需要由边

境基层政权来进行调解，等等。这些都意味着边境基层政权需要有效引导商会组织、进行有序管理。

三、边境地区基层政权建设与县域治理能力提升路径

边境治理需要注重边境地区在空间上的特殊性。② 对于边境地方政府而言，边境县域基层的体制性权

力尤为重要，是基层属地政权基础性权力的重要构成。以县域为核心来加强边境地区基层政权建设，是一

项系统工程，除加强垂管机构的制度化之外，还需从基层政权组织建设、能力建设，以及政府行政机制建

设等方面推进。

（一）依托边境自贸区设立提级管理的边境治理机构

垂直管理和属地治理双重治理体系是边境地区政府职能设置的基本框架。这意味着国家主权职能优先

与边境属地治理有效的双重目标。因而，国家需加强对边境地区综合事务的统筹管理，在强化垂直管理权

限的同时，还需加强边境地区整体治理的权限统筹。相关实践探索包括：一是按照不同边境地区的实际情

况，国家可设立边境综合管理局这类专门机构，强化对边境地区的综合管理，由国家层面的专门机构来推

动边境地区的综合开发和常规管理。二是在边境地区，依托自贸区和贸易口岸带，设立边境治理的功能

区，重新设置边境地区的空间治理单元和治理规模，使边境治理功能区能够和原有的政府治理体系衔接起

来，以弥补边境地区基层政府治理体系存在的一些客观问题。三是探索成立一些边境专项试验区，推进政

策试点。例如设立跨境人口流动和劳工输入的政策实验区，吸引外来优质劳动力进入、落地，并以此为基

础探索更为多元且积极的长期移民政策。

（二）优化横向、纵向跨部门的边境治理协同机制

横纵向的条块协同是提升属事、属地行政效率的关键。受制于垂管体制，边境口岸地带的治理需要进

行综合协同治理。而且，边境地区行政事权配置的复合特征，导致条块互动需要在一定层级进行有效的、

常态化的跨部门协同，包括：一是将相关边境垂管职能部门的职责明晰化、公开化，并将一些基础数据按

照权限许可，定期共享给其他涉边部门和属地，做好基础信息的共享和共用。二是设立由属地政府主导的

跨部门协同机制和平台。属地政府的跨部门协调由于能够统合不同涉边事务，因而更具效率，也更能常态

化。三是进一步推进智慧口岸建设，缩短和简化一些跨境事务的审批、办理程序，提升通关效率，强化各

部门和边境政府的服务能力。

（三）系统推进边境地区基层政权能力建设

当前，边境地区基层政权能力建设的重点在于组织和制度建设，这也意味着政权建设处于打基础阶

段。应在以下方面进行着力：一是加大对边境地区基层政权的人员配置、提升待遇补贴，使过硬的干部队

伍能够在边境线留得住、干得好；二是推进边境乡镇、村居两级组织的制度建设，规范基层组织的工作流

程，强化边境地区的基层基础，确保各级涉边政策能够落地；三是推动市、县两级干部队伍下边境。将领

导挂点包村、第一书记驻边和领导察边访边等工作制度强化落实，确保地方领导和职能部门常跑和多跑边

境口岸，熟稔口岸事务、心中有底，提升干部队伍常态化治理能力。四是以口岸为基础建立专业化综合执

法队伍。强化以边防、公安、市场监管为核心的边境口岸日常巡逻和执法队伍，推进边境行政执法的常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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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和正规化建设，严厉打击走私偷渡、色情赌博贩毒等违法行为。五是重视对边民的有效组织和吸纳，以

促进边境治理常态化、响应性提升。

（四）强化对边境口岸商会组织的有序管理

鉴于商会组织在边境口岸地带的重要性和特殊功能，边境地方政府务必加强对商会组织的领导和监

管。一是严格要求边境口岸商会组织依法注册，明确规定其职责范围，强化负责人管理；二是严查商会组

织日常活动规则，严格要求依法办会、依法活动，打击私下违法筹资、违法交易和垄断交易等行为；三是

规范引导商会组织的纠纷调解行为，司法部门严查经济纠纷调解中的违法行为，定期组织商会学习有关法

律文件和涉边贸易政策。四是培育纠纷调解委员会、跨境慈善组织、跨境志愿者队伍等边境功能性组织，

并纳入到边境地区网格化进行常态化管理，推动边境地区社会有序治理。

四、总结与讨论

本文旨在通过田野一般化观察来分析边境地区政府治理体系的结构特征及其运行过程中存在的困境与

原因。边境治理体系体现出以国家主权职能为核心的垂直管理和以地方贸易功能区为核心的垂直管理。这

导致边境地区县域基层治理的权限和能力偏弱，体现为属地治理能力难以应对边境地区复杂的治理挑战、

治理过程中多主体的有效互动与协同难。同时，边境事务的复杂性、场域性导致边境地区属地治理面临着

外部冲击。

从国家政权建设来看，当前正处在边境地区政府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建设的制度创建时期。一方面，

国家以边陲基本管理和对外贸易管理为基本方向来促进边境地区综合治理的提升，这导致边境事务国家职

能化和正规化，组织机构和职能管理得以基本落地；另一方面，以贸易开发为核心的边疆省市地方发展也

促进边境地带治理体系建设，但存在地方行政体系重心与边境属地事务之间的张力问题。应当以边境县域

属地为核心，加强边境地区基层政权的基础性权力，不断推进边境地区县域治理体系的制度建设、组织建

设和能力建设。

ＡｐｐｒｏａｃｈｅｓｆｏｒＩｍｐｒｏｖｉｎｇｔｈｅＤｏｕｂｌｅ－ｌｉｎｅＴｏｐ－ｄｏｗｎＭａｎａｇｅｍｅｎｔ
ＳｙｓｔｅｍａｎｄｔｈｅＭａｎａｇｅｍｅｎｔＣａｐａｃｉｔｙｏｆｔｈｅＣｏｕｎｔｉｅｓｉｎｔｈｅＢｏｒｄｅｒＡｒｅａｓｏｆＣｈｉｎａ：

ＡＦｉｅｌｄＳｔｕｄｙｏｆＳｅｖｅｒａｌＴｒａｄｉｎｇＰｏｒｔｓｉｎＰＣｏｕｎｔｙｉｎｔｈｅＢｏｒｄｅｒＡｒｅａ
ｂｅｔｗｅｅｎＧｕａｎｇｘｉｏｆＣｈｉｎａａｎｄＶｉｅｔｎａｍ

ＷＵＣｈｕｎｌａｉ
（ＣｏｌｌｅｇｅｏｆＨｕｍａｎｉｔｉｅｓａｎｄＳｏｃｉａｌ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ＮｏｒｔｈｗｅｓｔＡ＆Ｆ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Ｙａｎｇｌｉｎｇ７１２１００，Ｃｈｉｎａ）

Ａｂｓｔｒａｃｔ：ＴｈｅｇｏｖｅｒｎａｎｃｅｓｙｓｔｅｍｏｆｔｈｅｇｏｖｅｒｎｍｅｎｔｓｉｎｔｈｅｂｏｒｄｅｒａｒｅａｓｏｆＣｈｉｎａｅｍｂｏｄｉｅｓｔｈｅｃｈａｒａｃｔｅｒｉｓｔｉｃｓｏｆａｄｏｕｂｌｅ－ｌｉｎｅｔｏｐ－
ｄｏｗｎｍａｎａｇｅｍｅｎｔ，ｔｈａｔｉｓ，ｉｔｉｓｃｏｍｐｏｓｅｄｏｆｂｏｔｈａｔｏｐ－ｄｏｗｎｍａｎａｇｅｍｅｎｔｓｙｓｔｅｍｏｆｔｈｅｆｕｎｃｔｉｏｎａｌｐｒｉｏｒｉｔｙｏｆｔｈｅｎａｔｉｏｎａｌｓｏｖｅｒｅｉｇｎｔｙ
ａｎｄａｎａｌｌ－ｉｎｃｌｕｓｉｖｅｔｏｐ－ｄｏｗｎｍａｎａｇｅｍｅｎｔｓｙｓｔｅｍｏｆｔｈｅｆｕｎｃｔｉｏｎａｌａｒｅａｏｆｔｈｅｌｏｃａｌｔｒａｄｅ，ｕｎｄｅｒｗｈｉｃｈｔｈｅｃｏｕｎｔｙｇｏｖｅｒｎｍｅｎｔｓｉｎ
ｔｈｅｂｏｒｄｅｒａｒｅａｓｐｌａｙａｓｕｂｏｒｄｉｎａｔｅｒｏｌｅ．Ｔｈｅｒｅｇｕｌａｒｏｐｅｒａｔｉｏｎｏｆｔｈｅｔｏｐ－ｄｏｗｎｍａｎａｇｅｍｅｎｔｓｙｓｔｅｍｒｅｆｌｅｃｔｓｔｈｅｃｏｍｐｕｌｓｏｒｙｆｅａｔｕｒｅｏｆ
ｓｏｖｅｒｅｉｇｎａｆｆａｉｒｓ，ｔｈｅｌｏｃａｌｉｚａｔｉｏｎｏｆｔｈｅｍａｒｋｅｔｏｒｄｅｒａｎｄｔｈｅｍａｒｇｉｎａｌｉｚａｔｉｏｎｏｆｔｈｅｌｏｃａｌａｆｆａｉｒｓｏｆｃｏｕｎｔｉｅｓａｎｄｔｏｗｎｓｈｉｐｓ，ａｎｄｐｒｏ
ｄｕｃｅｓｐｒａｃｔｉｃａｌｄｉｆｆｉｃｕｌｔｉｅｓｉｎｔｈｅｃｅｎｔｒａｌｉｚｅｄｇｏｖｅｒｎａｎｃｅｏｆｔｈｅｃｏｕｎｔｉｅｓｉｎｔｈｅｂｏｒｄｅｒａｒｅａｓ，ｗｈｉｃｈｆｉｎｄｅｘｐｒｅｓｓｉｏｎｉｎｔｈｅｆｏｌｌｏｗｉｎｇ：ｔｈｅ
ｄｉｆｆｉｃｕｌｔｍａｎａｇｅｍｅｎｔｏｆｂｏｒｄｅｒａｆｆａｉｒｓｂｙｍｕｌｔｉｐｌｅｐａｒｔｉｅｓａｎｄｔｈｅｉｒｐｏｏｒｃｏｏｐｅｒａｔｉｏｎ，ｔｈｅｒｅｌａｔｉｖｅｌｙｗｅａｋｆｏｕｎｄａｔｉｏｎｏｆｔｈｅｇｒａｓｓ－ｒｏｏｔｓ
ｇｏｖｅｒｎｍｅｎｔｓｉｎｔｈｅｂｏｒｄｅｒａｒｅａｓ，ａｎｄｔｈｅｃｈａｌｌｅｎｇｅｓｏｆｔｈｅｍｏｂｉｌｉｔｙａｎｄｃｏｍｐｌｅｘｉｔｙｏｆｔｈｅｇｒａｓｓ－ｒｏｏｔｓｂｏｒｄｅｒｓｏｃｉｅｔｙｔｏｔｈｅｒｅｇｕｌａｒ
ｍａｎａｇｅｍｅｎｔｏｆｔｈｅｂｏｒｄｅｒａｒｅａｓ．Ｔｈｅｐｒｏｍｏｔｉｏｎｏｆｔｈｅ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ｏｆｔｈｅｇｒａｓｓ－ｒｏｏｔｓｇｏｖｅｒｎｍｅｎｔｓｉｎｔｈｅｂｏｒｄｅｒａｒｅａｓａｎｄｔｈｅｅｎ
ｈａｎｃｅｍｅｎｔｏｆｔｈｅｃａｐａｃｉｔｙｏｆｔｈｅｃｏｕｎｔｙ－ｌｅｖｅｌｇｏｖｅｒｎａｎｃｅｒｅｌｙｏｎｔｈｅｉｎｔｅｇｒａｔｉｏｎｏｆｔｈｅａｕｔｈｏｒｉｔｉｅｓｏｆｔｈｅｃｏｕｎｔｙ－ｌｅｖｅｌｇｏｖｅｒｎａｎｃｅｐｌａｔ
ｆｏｒｍ，ｔｈｅｏｐｔｉｍｉｚａｔｉｏｎｏｆｔｈｅｃｏｏｒｄｉｎａｔｉｏｎｍｅｃｈａｎｉｓｍｉｎｒｅｇｕｌａｒｇｏｖｅｒｎａｎｃｅ，ｔｈｅｉｍｐｒｏｖｅｍｅｎｔｏｆｔｈｅｇｏｖｅｒｎａｎｃｅｃａｐａｃｉｔｙｏｆｔｈｅｇｒａｓｓ－
ｒｏｏｔｓｇｏｖｅｒｎｍｅｎｔｓａｎｄｔｈｅｅｎｈａｎｃｅｍｅｎｔｏｆｔｈｅｅｆｆｅｃｔｉｖｅｓｕｐｅｒｖｉｓｉｏｎｏｆｔｈｅｓｏｃｉａｌｏｒｇａｎｉｚａｔｉｏｎｓｉｎｔｈｅｂｏｒｄｅｒａｒｅａｓ．
Ｋｅｙｗｏｒｄｓ：ｂｏｒｄｅｒａｒｅａｓ；ｆｒｏｎｔｉｅｒｇｏｖｅｒｎａｎｃｅ；ｇｒａｓｓ－ｒｏｏｔｓｇｏｖｅｒｎｍｅｎｔｓｉｎｔｈｅｂｏｒｄｅｒａｒｅａｓ；ｇｒａｓｓ－ｒｏｏｔｓｇｏｖｅｒｎａｎｃｅｓｙｓｔｅｍ

（责任编辑　沙丽娜）

—９２１—

第６期 　　吴春来　边境地区双重垂管体制与涉边县域治理能力的提升路径研究———基于广西中越边境Ｐ县多个口岸的田野观察


